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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旅游社区农户生计适应性选择的影响:
基于“生态依赖—生计福祉”的响应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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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乡村旅游社区农户的适应性选择对推动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生态宜居的乡村建设及农户生活有着重

要意义。 选择伏牛山河南片区 10 个特色旅游乡村社区为调研地,从微观视角连接乡村旅游社区生态系统及农

户生计福祉间关系,构建农户“生态依赖—生计福祉”的生计适应性响应模式,并进一步分析乡村旅游社区农户

生计适应性响应结果选择的影响机制。 结果发现:(1)发展乡村旅游可以打破传统固化的生计模式,农户选择

高生态依赖增强自身获利能力、抗风险能力等实现生计高福祉发展;(2)人地关系改变是乡村旅游社区农户适

应性响应的根本因素,农户经济及社会理性偏好是不同适应性响应选择的内部推力。
关键词:乡村振兴;旅游社区;农户生计适应性;生态依赖—生计福祉

中图分类号:F323. 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 - 0566(2023)05 - 0064 - 13

The impact of livelihood adaptability selection of rural tourism community farmers:
Based on the response model of “ecological dependence livelihood well-being”

RAO Pinyang1, GENG Yaxin1, ZHANg Ya2

(1. College of Management,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1, China;
2. Zhengzhou institute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Zhengzhou 450001, China)

Abstract: The adaptive choice of farmers in rural tourism communitie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ndustry,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and livable villages and the prosperity of farmers. This
paper selects 10 characteristic tourism rural communities in the Henan area of Funiu Mountain as the research site. it
connec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ural tourism community ecosystem and the livelihood well-being of farmers from a
micro perspective, constructs a livelihood adaptation response model of farmers’ “ecological dependence-livelihood well-
being”, and further analyze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the selection of the results of the rural tourism community farmers’
livelihood adaptation response.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can break the traditional
fixed livelihood model, and farmers can choose high ecological dependence to enhance their own profitability and anti-
risk ability to achieve high livelihood and well-being development. (2) The change of man-land relationship is the
fundamental factor of adaptive response of rural tourism community farmers, Farmers’ economic and social rational
preferences are the internal thrust of different adaptive response cho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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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村旅游是我国“十四五”时期进一步巩固脱

贫攻坚重要渠道,是推动乡村振兴宏伟战略实现

的关键环节,是扩大农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的

“富民工程”,成为实现乡村旅游社区经济社会转

型发展的重要动力源[1]。 然而,旅游活动作为一

种外力介入乡村社区,推动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

同时,也将会引起社区人地关系的变迁、资源结

构、生态环境等负的外部性。 保持乡村社区的可

持续发展,探索旅游乡村的有效适应模式,合理的

规避消极效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乡村旅游社区可视为一种人地关系下的社

会—生态复合系统,社区农户作为乡村社会—生

态复合系统内的基本单位,是主动响应并适应系

统内外干扰的主体。 因此,乡村旅游地农户生计

问题的研究成果日趋增加[2 - 3]。 乡村旅游发展过

程中,外部性内化于乡村社区社会—生态复合系

统的微观参与者的行为实践,农户既是参与主体

和重要的利益相关群体,也是社会生产和消费决

策的最基本单位[4 - 5],则乡村旅游社区农户生计

适应性行为既体现了微观经济行为主体利用自然

资源和生态系统服务(包括供给、调节及文化服

务)的过程、途径和方式,也直接决定了生态保护

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可持续性[2,6]。 因此,乡村旅游

作为重要的生态与社会经济发展类项目,能够在

多大程度上实现双重目标,不仅要从微观农户适应

性视角评估旅游发展的减贫致富效果,还要关注社

区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发展,特别是厘清乡村旅游

对农户生计福祉及生态依赖耦合模式的影响。
因此,本文聚焦于乡村旅游社区微观主体“农

户”的生计响应选择,从微观尺度上将乡村旅游地

生态系统服务与生计福祉相结合构建农户的生计

适应性响应模式,采用标准化无序多分类 Logistic
回归模型(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MNL)模型探究旅游发展背景下的乡村社区农户

生计响应选择的影响机制。
一、文献回顾与评述

随着全球资源环境的变化,适应性理论作为

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理念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
尽管以“人地关系”为主的适应性研究在不断地完

善,但研究多聚焦于“国家—区域—社区”整体层

面对自然灾害、气候变化等生态脆弱性的适应性

概念、适应性区域差异及发展趋势[7 - 9];主要从自

上而下的视角构建分析框架,从整体区域尺度提

出响应措施,忽视了微观主体的适应能力变化对

区域韧性提高的影响因素。 而适应性理论为农户

可持续生计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10]。 特别

是,适应性理论应用于社会领域,当农户面临系列

社会问题(城镇化、旅游开发等)干扰下适应行为

选择的定性描述及定性分析个体生计适应性感

知[11],或是在可持续生计框架下运用数理模型从

单一要素角度解释个体生计行为的影响因素,缺
乏综合考究生态系统内部多重要素交互作用对个

体生计适应性结果动态变化的影响。
乡村旅游作为乡村产业转型升级的突破口,

已成为当今乡村振兴的主要手段。 但是随着乡村

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乡村社区也不断涌现出诸多

现实问题,乡村资源浪费、乡村旅游项目同质化、
乡村社会经济结构及生态环境破坏等系列问题凸

显[3,7,12]。 国内外对乡村旅游的研究多从生态环

境、社会经济等单一角度或区域尺度通过静态环

境容量工具探讨乡村旅游的效应导向,部分学者

涉及微观主体农户参与行为及社区旅游参与效

应[13 - 16]。 同时,面临旅游发展扰动乡村社区复合

生态系统的适应性研究成果日益增加,主要关注

乡村社区适应旅游活动干扰下的乡村生产空间的

重构,及农户对旅游发展的适应能力的评估

等[17 - 19],但从人地交互作用的角度解释农户及家

庭如何适应旅游发展,提升自身生计福祉的研究

仍较少,尤其是在旅游干扰下,结合社区生态系统

服务与农户生计福祉划分农户生计适应性响应结

果的探索性研究欠缺。 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生计

福祉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可

以视为人类从生态系统中获取的生计福祉[9],且
生态系统中人类活动及福祉状态又会作用于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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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各类资源的消耗程度,即表现为人类活动对生

态系统服务功能及价值的影响[19]。 因此,急需将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与人类生计福祉结合起来构建

乡村社区农户适应性分析框架,则本文聚焦旅游

地乡村社区的农户,在厘清旅游干扰与人地关系

相互关系下,理解乡村社区微观主体层面上农户

适应性行为策略及适应能力的动态变化,将社区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与农户生计福祉相结合构建乡

村旅游社区农户生计适应性响应模式,并尝试进

一步辨明在旅游干扰下农户的动态适应模式选择

的影响机制,以期对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有益的

决策支持和政策建议。
二、理论框架及研究方法

(一)理论框架

可持续生计框架(Sustainable Livelihoods Framework)
关注农户生计适应性行为导向路径下对压力(风
险)应对的能力与过程[8]。 这个理论框架表现出

农户在遭遇系统外部干扰后,农户生计要素及系

统其他要素间相互联系的变动,从而重塑农户生

计发展路径,为探索旅游发展背景下乡村社区农

户的生计适应性选择提供了分析思路[18]。 本文基

于适应性理论并借鉴可持续生计框架,以乡村旅

游社区的微观主体农户为研究对象,将社区生态

系统服务与农户生计福祉相结合划分乡村旅游社

区农户生计适应性响应模式,构建乡村旅游社区

农户生计适应性响应的概念模型(见图 1),分析旅

游发展背景下乡村社区农户生计响应模式选择

的影响机制。 从图 1 可知,生计适应性响应模式

有:高依赖—高福祉(H - H)、高依赖—低福祉

(H - L)、低依赖—高福祉( L - H)旅、低依赖—
低福祉(L - L),游空间生产重塑乡村人地关系,
乡村内部农户社会经济、生态亚系统遭受外部旅

游活动的干扰,引致农户生计能力及生计策略的

变化,重塑生计响应结果,进行理性行为选择的

发展路径。

图 1　 旅游发展背景下乡村社区农户生计适应性选择的概念模型

　 　 旅游发展背景下的乡村社区作为一个复合的

社会—生态系统面对旅游干扰,其自身生态亚系

统及社会经济亚系统将会发生变化[20]。 随着乡村

旅游开发,农户面临自然资本缺失、生态环境变化

等生态亚系统的改变。 同时,乡村社区社会经济

系统随着旅游活动的日益增强,将会扰动农户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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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经济、社会生活结构,农户面临支出增加、知
识增长、经济生活变化、社会关系网络变化等。 农

户为取得可持续生计的必要资本、提高自身生计

适应能力,将会响应乡村社区社会—生态系统要

素的变化,重塑自身的生计策略,进而对农户生计

福祉和社区生态系统服务产生影响的作用路径,
从而形成农户“生态服务依赖—生计福祉”的生计

响应模式。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明

确指出打造乡村建设发展的总要求。 同时,国务

院、农业部等相继发布了推动乡村振兴的指导意

见、乡村产业发展规划等系列文件,对旅游业在乡

村发展的积极作用予以肯定,明确乡村休闲旅游

业是乡村产业发展的重点,是促进乡村振兴、实现

三产融合及实现乡村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3]。 乡

村旅游的发展对农户生态系统及农户经济社会系

统产生冲击与扰动,农户适应旅游发展带来的影

响,改善生计资本、调整生计策略以确保生计适应

能力与生计适应策略形成高度耦合关系,产生可

持续发展的生计结果(高生态依赖—高生计福祉

的生计响应模式)。
基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旅游发展背景下乡

村社区的农户社会—生态系统面临旅游扰动时会

做出自适应响应行为,农户生计适应能力与生计

适应策略与社区生态服务价值发生交互作用,遵
循“生态系统变动—适应性行为响应—选择适应

性结果”的逻辑关系。 农户生计适应性行为结果

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农户个体心理认知的差异,
受到系统外部的政府旅游支持政策及农户旅游参

与度、农户对旅游效应感知的影响。
(二) 研究方法

根据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Coleman’s Rational
Choice Theory),强调从微观个体层面行为选择来

解释宏观系统出现的社会现象,理性的个体行为

选择既追求最大利益又受社会关系的制约,由行

为意图引发,受社会制度和行动者掌握的资源制

约[21]。 由于 MNL 模型是以主体行为随机效用为

理论基础,即反映主体效用最大化的行为选择原

则[22 - 23]。 因此,本文综合考虑社会制度、农户理

性行为意图、社区资源状况解构建 MNL 模型,解释

农户适应性响应选择的影响机制。
1. MNL 模型

本文将农户生计适应性响应模式选择概率作

为被解释变量,对乡村旅游社区农户生计适应性

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 由于被解释变量

生计适应性响应模式为离散型数据,因此本文构

建 MNL 模型分析乡村旅游社区农户适应性响应模

式选择的影响机理, 建立标准化无序多分类

Logistic 回归模型为:

(1)

式中:i 表示 4 类农户生计适应性响应模式,i
∈(1 = H - H、2 = L - H、3 = L - L、4 = H - L)。 P
(Y = i)表示农户选择第 i 中生计适应性响应模式

的概率,x 为乡村旅游社区农户生计适应性选择的

影响因素; βi 表示与选择结果 i 待估计系数。
以模式 1:H - H 为基础变量与其他类型进行

比较,对式(1)变换得出模式 i 选择与模式 1 选择

的相对比估计模型为:

ln[Py = i′ / Py = 1] = αi′ +∑
n

j = 1
βi′jx j (2)

其中:i′∈(2 = L - H;3 = L - L;4 = H - L),即
构建模型(Ⅰ)、模型(Ⅱ)及模型(Ⅲ)3 类情境进

行回归分析,其中模型(Ⅰ) i’ = 2表示 L - H 以 H -
H 作为参照类、模型(Ⅱ) i’ = 3表示 L - L 以 H - H
作为参照类、模型(Ⅲ) i’ = 4表示 H - L 以 H - H 作

为参照类。
2. 熵权法

在权重计算方面,为避免主观确定权重产生

较大误差,参考崔晓明等[20]的研究,选用熵权法对

指标数据的权重进行确定。 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第一步,构建指标评价矩阵 E′ : E′ = (e′ij) n×m

(3)。 其中, e′ij 为第 j 个指标下第 i 个农户的评

价值。
第二步,对评价矩阵 E′ 作标准化处理。 得到

E 为:
E = (eij) n×m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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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eij ∈ [0,1] 。 其标准化处理公式为:

eij=
e′ij - {e′ijmin}

{e′ijmax} - {e′ijmin}
(4)

第三步,计算第 j 个指标下第 i 各农户评价的

比重为:

gij : gij= eij /∑
m

i = 1
eij (5)

第四步,计算第 j 个指标的熵值 h j 为: h j =

- k∑
m

i = 1
gij × lngij ,其中, k = 1 / lnm。

第五步,计算各维度中第 j 个指标的熵权 wj 为:

wj= (1 - h j) /∑
n

j = 1
(1 - h j) (6)

三、研究区域、数据来源及变量选择

根据研究目的、案例地的代表性,选取河南豫

西伏牛山片区的 10 个乡村旅游社区为案例地进行

调研,获取数据,并根据理论分析框架选择变量。
(一)研究区域及数据来源

本文就研究样地进行相应的表述,阐明研究

样地选取的科学性及代表性等,介绍问卷设计使

用的方法及设计依据、数据收集的具体方式,并对

样本数据进行分析。
1. 研究区域概括

本文基于研究目的及案例地的代表性,选择

河南豫西伏牛山片区的登封市、栾川县、禹州市及

新县作为研究区域。 案例地在旅游开发程度、旅
游资源禀赋、旅游开发运营、社区参与模式及旅游

拉动脱贫效益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且在旅游开

发时间上呈现出伏牛乡村旅游动态发展过程。 其

中,登封市和栾川县乡村旅游开发较早,2020 年被

评为全国旅游发展百强县,随着城镇化进程中乡

村旅游发展的不断加快和深入,旅游活动对当地

的生态系统干扰强度很大。 一方面,推动了当地

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另一方面,给当地的生

态系统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压力。 禹州市是河南省

首批历史文化名城,境内有伏羲文化、黄帝文化、
大禹文化、中医药文化、钧瓷文化等,而神垕古镇

先后被评为“中国钧瓷之都”闻名国内外。 新县是

著名的革命老区,伴随着红色旅游的开发逐渐发

展。 然而,禹州市和新县在乡村旅游发展及农户

参与程度均低于登封市和栾川县,农户因缺乏传

统生计策略的替代选择,生计资本整体水平仍比

较低。
2. 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 2021 年《河南省

统计年鉴》及登封市、栾川县、禹州市及新县环境

质量公报及当地政府工作报告、统计局、环保局及

农业局给出的相关数据等,并结合课题组在河南

伏牛山片区展开的居民生计专项调查,选择 10 个

各具特色乡村为调查问卷的发放点,实地考察、村
委会深度访谈及入户问卷调查等方式获得,问卷

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法来说明各项指标的发展情

况,并通过熵值法对各指标进行权重处理。
数据收集分为前期预调研和正式调研两个阶

段,课题组基于样本类型多样性及空间布点均衡

的抽样原则,整体考虑各个样本的区位条件、旅游

发展程度及方式、资源状况、风貌特征等,从河南

豫西伏牛山片区的登封市、栾川县、禹州市及新县

4 个县市中抽取 10 个自然村,结合村庄地理特征

及农户调研问卷展开实地调研工作。 于 2021 年 6
月对 10 个乡村社区的旅游发展状况进行为期两周

的预调研,调查对象为随机走访的部分农户。 预

调研结果显示,村干部对本村乡村旅游发展历程

最为了解,包括政府、旅游公司所充当的角色和农

户的态度。 根据预调研情况对问卷进行修改和完

善后,于 2021 年 8 月至 10 月在乡村旅游社区进行

了正式调研。 本阶段的访谈仅面向知情的村干部

(主要是村支书和村长),对当地政府乡村旅游负

责人、旅游公司负责人进行电话补充访谈,针对家

庭中年龄为 18 ~60 岁的人员。 同时,考虑到农户文

化程度和问卷的专业性,课题组采用的是“一问一

答”的方式进行问卷调研,对一些专业性问题进行通

俗化解释,对个别文化水平较低无法填写问卷的调

查对象,代写问卷。 本次调研共发放问卷1 750份。
其中,有效问卷为 1 658 份,有效率为 94. 7% 。

3. 调研样本的基本概况

被调查的乡村旅游地社区农户的家庭规模平

均为 4. 48 人。 其中,家庭中平均劳动力数量为 2. 24
人,家庭常住人口平均为 3. 17 人;家庭受教育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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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为专科以及以上、高中、初中、小学及文盲的比

例分别为 10. 8%、22. 1%、47. 3%、18. 2% 和 1. 6%;
家庭拥有平均耕地面积平均为 0. 26 公顷,林地面积

平均 1. 62 公顷;家庭主要收入来源为务农、外出打

工及围绕旅游开展的多样化来源比例平均为

8. 1% 、26%及 65. 9% ;家庭平均收入水平为 3. 92
万元。

从旅游发展模式上看,本次调研乡村社区旅

游发展模式主要包括 3 类[58]:以景区依托为主的

“政府主导 + 农户参与”模式、以农家乐休闲为主

体的“政府 +社区 +农户”模式及以民俗体验为主

体的“社区 + 农户 + 旅游公司”模式,被调查农户

人数平均占比为 46. 7% 、31. 5% 、21. 8% 。
基于某项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 50% 以上,本

文将乡村旅游社区生计适应性策略划分为农业主

导型(即家庭成员从事农业、林业及养殖业收入占

家庭总收入一半以上)、对外务工主导型(即家庭

成员离开自身乡村外出打工收入占家庭收入一半

以上)及多样化生计型(即家庭成员在自身乡村从

事以旅游业经营、农业及非农经营等)。 根据 2021
年的乡村旅游社区农户家庭收入数据,从事农业主

导型、对外务工主导型及多样性生计农户占全部样

本的比例为 21. 4%、33. 7% 及 44. 9%,多样化生计

为乡村旅游社区农户的主要生计适应性策略。
(二)变量选择及处理

本文研究旅游发展背景下乡村社区农户生计

响应选择的影响机制,以农户生计适应性响应模

式为被解释变量,通过测算居民福祉指数及居民

生态依赖指数划分农户生计适应性响应结果的 4
种类型;以政府旅游支持、农户旅游参与、农户旅

游感知为解释变量;以社区地理特征及家庭人口

特征作为控制变量,实证分析乡村旅游发展如何

影响农户生计适应性响应选择路径。
1. 被解释变量选择

主要对生计福祉指数及生计依赖指数进行测

算,构建农户“生计依赖—生计福祉”适应性响应

模式。
(1)居民福祉指数测算

基于《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报告》,居民福祉主

要反映人们在物质、精神和健康方面的追求。 居

民福祉反映居民生活幸福、物质满足、精神向上、
身体健康的一种状态,同时心理学、社会学、经济

学都从不同的侧面描绘个体的这种生活状态。 居

民生计资本主要指人们在自然、物质、社会、金融

及人力 5 个方面的资本存量及形成的生计能

力[8,24],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居民福祉的基本

需求状况。 因此,本文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考虑

数据的可获得性,通过居民生计资本的评价反映

个体在现有生活状态下的福祉水平。
依据可持续生计框架中 5 个生计资本和 CFPS

中农户生计特征,参照何仁伟等[25]、赵文娟等[22]

对于农户生计资本指标量化的研究成果,本文构

建了居民福祉指数(RWB)评价指标体系,包含自

然、人力、社会、认知、物质及金融资本福祉评价体

系(见表 1)。
利用熵值法获得各项指标权重后,再根据各

指标标准化值和权重构成加权标准模型计算,得
出居民福祉水平:

RWB i =∑
n

j = 1
w ijzij (7)

式中: RWB i 为第 i 类指标福祉水平; w ij 为第 i
类指标资本第 j 项指标的权重; zij 为第 i 类生计资

本第 j 项指标的标准化值。

zij =
xij - min{xij}

max{xij} - min{xij}
(8)

(2)生态系统依赖指数测算

Yang 等[26]最早提出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概

念,并构建生态系统服务依赖指数( IDES 指数)。
社区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指数是衡量社区生态系

统保护情况的指标,IDES 指数等于居民从生态系

统服务中获得的净收益与总收入(生态系统中所

获得的净收益与其他社会经济活动中的收益之

和)绝对值间的比值,该指标值越高表示居民对生

态系统依赖程度越高[27]。 鉴于社区居民获得收入

所付出的成本的差异会影响生态系统服务依赖程

度的准确量化,研究选取 IDES 指数反映以家庭为

单位的社区居民对生态系统服务的依赖程度,以
提高不同家庭间的对比性[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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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居民福祉评价指标体系
系统层 准则层 指标层 指标释义与影响性质 权重

居民福祉

自然资本福祉

人力资本福祉

社会资本福祉

认知资本福祉

物质资本福祉

金融资本福祉

人均耕地面积 反映农户人均占有耕地面积取对数 0. 52
人均林地面积 反映农户人均占有林地面积取对数 0. 481

家庭劳动力能力
0 ~6 岁学龄前儿童 =0,7 ~13 岁青少年 =1,14 ~18 岁青少年 =3,18 ~25 岁成年
人 =4,25 ~60 岁成年人 =5,60 ~75 岁老年人 =2,75 岁以上的老年人 =0 0. 622

健康状况 非常健康 = 5,很健康 = 4,比较健康 = 3,一般 = 2,不健康 = 1 0. 182

受教育程度
家庭中 16 岁以上成员最高学历。 大学本科及以上 = 5,大专 = 4,高中 / 中
专 / 技校 = 3,初中 = 2,小学 = 1,文盲 = 0 0. 196

邻里关系 关系很紧张 =1,关系有些紧张 =2,关系一般 =3,比较和睦 =4,非常和睦 =5 0. 568
家庭社会地位 非常高 = 5,比较高 = 4,一般 = 3,比较低 = 2,非常低 = 1 0. 432

旅游参与积极性 非常高 = 5,比较高 = 4,一般 = 3,比较低 = 2,非常低 = 1 0. 395
生态保护意识 非常高 = 5,比较高 = 4,一般 = 3,比较低 = 2,非常低 = 1 0. 615

经营性资产丰富度 家庭所拥有经营性资产(农用耐用品)价值取对数 0. 177
房屋价值 家庭拥有房屋价值取对数 0. 823

家庭年收入 家庭年收入取对数 0. 585
获得贷款的能力 非常高 = 5,比较高 = 4,一般 = 3,比较低 = 2,非常低 = 1 0. 254
获得补贴的能力 非常高 = 5,比较高 = 4,一般 = 3,比较低 = 2,非常低 = 1 0. 171

　 　 生态系统服务包括供给服务、调节服务和文

化服务 3 类,则 IDES 指数表示从 3 类子生态系统

服务中获得的收益比之和[28]。 IDES 总指数计算

公式为:

(9)

(10)
式中,IDES 表示居民对社区生态系统服务依

赖总指数,IDESi表示居民对第 i 种生态系统服务

依赖的子指标,ENB i表示居民从第 i 种生态系统服

务中获得的总净收益,SNB 表示居民从其他经济

活动中获得的收入。 本文将居民的生态系统服务

净收益分为供给服务净收益(S)、调节服务净收益

(R)、 文化服务净收益(C)及与生态系统服务无关

的其他收益(NA),具体指标见表 2。
表 2　 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的指数体系

分类 条目 生态系统服务类型

供给服务净收益
农作物种植收入 S0

畜牧业收入 S0

文化服务净收益

饭店旅游收入 C1

生态旅游 C1

交通运输 C1

其他小生意 C1

从事旅游业房屋、
土地出租收入

C1

调节服务净收益

征地补偿收益 R0
退耕还林补贴 R0

生态公益林补贴 R0
农业补贴 R0

其他收益
利益收益 NA

外出打工收益 NA
注:0、1 分别表示从生态系统中获取直接或间接收益。

(3)农户生计适应性响应模式划分

本文参考相关研究,借鉴四象限分类法[29 -30],
以社区内居民的生计资本(RWB)为纵坐标 Y,以社

区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指数(IDES 指数)为横坐标

X,建立坐标象限图对旅游发展背景下乡村社区农

户生计响应模式进行划分,如图 2 所示。 同时,为了

消除极端值对指标的影响,采用中位值作为分界,高
于中位值则为高,低于中位值则为低,通过对总体有

效样本的生态系统依赖指数(见式(9)、式(10))和
居民福祉水平(见式(7)、式(8))进行测算,求得社

区农户生态系统依赖指数的中位值为 0. 80,社区农

户福祉水平的中位值为 4. 61。 则社区农户生计响

应结果可划分为 4 种状态的“生态依赖—生计福

祉”生计响应模式,即模式 1 为“高依赖—高福祉”
模式(H - H)、模式 2 为“低依赖—高福祉”模式

(L -H)、模式 3 为“低依赖—低福祉”模式(L - L)、
模式 4 为“高依赖—低福祉”模式(H - L)。

图 1　 旅游发展背景下社区农户生计适应性响应模式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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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解释变量、控制变量选择

基于乡村旅游相关的大量文献及专家建议[31 -32],
借鉴已有的对农户生计选择研究的调研问卷,结
合本文的研究目的,设计调研问卷。 本文主要根

据受测者感受和心理认知进行评价,构建 5 级李克

特式影响因素量表 (1 代表非常低,5 代表非常

高),则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3。
(1)解释变量

本文主要根据乡村社区社会———生态系统内

响应主体的行为选择及心理感知作为解释变

量[33],构建主要影响因素:政府旅游支持、农户旅

游参与程度、农户旅游效应感知[12,24,34]。 农户对旅

游发展的心理感知决定其如何调整生计策略,采取

适应性措施的基础,通过分析农户在感知旅游干扰

的前提下,适应性行为选择的各种影响因素。
政府旅游支持对农户生计适应性响应选择的

影响。 政府旅游支持反映出政府通过提供物质资

源、确保旅游发展环境、保障农户参与机制等制度

设计,政府通过宏观的社会经济角度提升农户生

计适应性选择的能力。 其量表包括:政府对旅游

用地安置补贴政策、政府的旅游财税政策支持、政
府实施教育培训、政府对旅游发展的招商引资政

策 4 个测量指标[35 - 38]。 农户旅游参与程度及农

户对旅游效应感知,反映了农户心理认知及行为

需求,农户对旅游参与的行为需求强度越大,对乡

村旅游感知效应越好,其参与乡村旅游发展的主

动性越高,并且能够更自觉地参与生态系统服务

价值的供给与维持[39]。 其中,农户旅游参与程度

量表包括:参与旅游规划程度、参与旅游经营管理

的程度、 参与旅游收益分配程度 3 个测量指

标[40 - 43]。 农户旅游效应感知量表包括:旅游正向

感知,即旅游开发提高当地经济收益、旅游开发可

以提高就业机会 2 个测量指标;旅游负向感知,即
旅游开发引致当地物价上涨、旅游开发导致当地

旅游资源及社区环境破坏、旅游开发导致社区人

流及交通的拥挤 3 个测量指标[44 - 46]。
(2)控制变量

借鉴现有研究,本文对可能影响农户生计适

应性响应选择的社区地理特征及家庭人口特征进

行变量控制,并根据相关变量的特点将其设定为

虚拟变量或连续性变量。 其中,社区地理特征量

表包括:社区资源丰裕度、社区生态涵养水平 2 个

测量指标[16]。 家庭人口特征主要由劳动力数量

(家中是否有老人、孩子、成年劳动力)、受教育程

度 2 项指标来衡量[47 - 48],反映了乡村社区农户响

应乡村旅游开发扰动的适应性能力。
表 3　 变量赋值及量表描述性统计

变量 指标层 指标说明 均值 标准差

政府旅游支持
(GTS)

安置补贴 GTS1 国家对农户旅游安置的补贴政策程度,非常高 = 5,比较高 = 4,
一般 = 3,比较低 = 2,非常低 = 1 0. 625 0. 490 3

财税补贴 GTS2 国家对农户旅游经营财税补贴政策程度,非常高 = 5,比较高 =
4,一般 = 3,比较低 = 2,非常低 = 1 0. 525 0. 505 7

教育培训 GTS3 国家对农户进行旅游方面的教育培训程度,非常高 = 5,比较高 =
4,一般 =3,比较低 =2,非常低 =1 0. 575 0. 500 6

招商引资 GTS4 国家对农户旅游进行招商引资程度,非常高 = 5,比较高 = 4,一
般 = 3,比较低 = 2,非常低 = 1 0. 500 0. 506 4

农户参与程度
(CP)

参与旅游规划开发程度 CP1 非常高 = 5,比较高 = 4,一般 = 3,比较低 = 2,非常低 = 1 1. 525 0. 505 7
参与旅游经营管理程度 CP2 非常高 = 5,比较高 = 4,一般 = 3,比较低 = 2,非常低 = 1 2. 500 0. 554 7
参与旅游收益分配程度 CP3 非常高 = 5,比较高 = 4,一般 = 3,比较低 = 2,非常低 = 1 2. 325 0. 916 7

农户旅游感知
(RPT)

提高经济收益 RPT1 非常高 = 5,比较高 = 4,一般 = 3,比较低 = 2,非常低 = 1 3. 550 0. 714 3
增加就业机会 RPT2 非常高 = 5,比较高 = 4,一般 = 3,比较低 = 2,非常低 = 1 3. 700 0. 723 2
社区物价上涨 RPT3 非常高 = 5,比较高 = 4,一般 = 3,比较低 = 2,非常低 = 1 3. 850 0. 622 2

社区环境资源污染和浪费 RPT4 非常高 = 5,比较高 = 4,一般 = 3,比较低 = 2,非常低 = 1 2. 875 0. 463 4
社区人流、交通拥挤 RPT5 非常高 = 5,比较高 = 4,一般 = 3,比较低 = 2,非常低 = 1 4. 400 0. 545 4

社区环境资源污染和浪费 RPT6 非常高 = 5,比较高 = 4,一般 = 3,比较低 = 2,非常低 = 1 2. 875 0. 463 4
社区地理特征

(GCC)
资源禀赋丰富度 GCC1 非常高 = 5,比较高 = 4,一般 = 3,比较低 = 2,非常低 = 1 3. 525 0. 505 7

社区生态涵养水平 GCC2 非常高 = 5,比较高 = 4,一般 = 3,比较低 = 2,非常低 = 1 3. 450 0. 677 5

家庭人口特征
(FDC)

家庭劳动力数量 FDC2 家庭劳动力数量:8 人以上 = 5,8 ~ 6 人 = 4,6 ~ 4 人 = 3,4 ~ 2 =
2,2 人以下 = 1 3. 400 0. 590 5

受教育程度 FDC3 家庭中16 岁以上成员最高学历均值。 最高学历赋值:大学本科及以
上 =5,大专 =4,高中 / 中专 / 技校 =3,初中 =2,小学 =1,文盲 =0 3. 100 0. 63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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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量表的共同方差分析及信效度检验

为保障问卷数据的科学性,克服问卷由同一

被试者回答产生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在问卷调

研填写时先告知研究目的,通过抽样程序控制及

统计方法选择规避该问题。 采取 Harman 单因子

检验法对数据进行检验,将影响变量中的 17 个测

量指标全部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因子中最大解释

变异量为 27. 98%,表示选取变量数据不存在共同

方法偏差。 同时,对变量信度分析采取 Cronbach’s
α 及 CR 值进行估计,所有变量 Cronbach’s α 系数

值为 0. 713 ~ 0. 824,CR 值为 0. 718 ~ 0. 895,表明指

标数据信度较高,指标数据稳定性较好。 采取验证

性因子分析(CFA)进行变量数据的内敛及区分效度

检验。 计算得出变量因子载荷系数大于 0. 5,且
AVE 值为 0. 496 ~0. 724,则说明各变量指标收敛效

度较好。
四、经验性结果

(一)乡村旅游社区农户“生态依赖—生计福

祉”模式比较

1. 不同响应模式下农户生计适应性策略比较

乡村旅游社区农户生计适应性响应的 4 类模

式下的生计策略情况如表 4 所示。 ①从总体上看,
农户生计适应性策略选择按照占比从大到小分别

是:多样化业务型、外出务工型及农业主导型。 可

见,乡村旅游发展能够吸引农户在当地围绕旅游

业从事相关多样化业务,来获取多元化经营收益;
②从各类生计策略上看,农业主导型策略,H - L
模式占比最高,农户主要依赖乡村土地来获取自

身的收益,收益来源单一且风险较大,则,这类单

一土地要素的高依赖经营收益模式对农户的收入

增加有限;外出务工型策略,农户主要通过外出打

工来获取自身经济收入,改善家庭整体福祉状况,
然而却要背井离乡,对社区生态系统依赖较低,忽
视对社区生态系统的保护,导致大量土地荒废;多
样化业务型,H - H 模式占比较高,农户依赖社区

生态系统多元要素服务价值从事多样化业务,一
方面农户能够享受到社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依赖

的高回报,另一方面农户形成自主反哺生态保护

与旅游可持续开发的自觉性,形成了“生态环境保

护—旅游可持续发展—居民福祉提高”的良性循

环态势。
表 4　 不同“生态依赖—生计福祉”模式下

　 　 居民生计策略比较
生计策略 1. H - H 2. L - H 3. L - L 4. H - L 合计

农业主导型
N = 176 N = 18 N = 18 N = 217 N = 367
10. 62% 1. 09% 1. 09% 13. 09% 22. 14%

外出务工型
N = 4 N = 320 N = 134 N = 21 N = 541

0. 24% 19. 30% 8. 08% 1. 27% 32. 63%

多样化策略
N = 424 N = 141 N = 92 N = 93 N = 750
25. 57% 8. 50% 5. 55% 5. 61% 45. 24%

总体合计
N = 645 N = 479 N = 244 N = 290 N = 1 658
38. 90% 28. 89% 14. 72% 17. 49% 100%

Pearsonchi2(6) = 482. 463 7　 Pr = 0. 000

2. 不同响应模式下农户生计资本构成比较

乡村旅游社区不同生计响应结果下社区农户

生计资本得出(见表 5):①从各类生计资本来看,
旅游开发下,农户的物质资本、社会资本及金融资

本较高,其中物质资本最大。 反映出乡村旅游社

区居民整体物质、金融财富可以增加,同时可以更

好地维持社区农户间良好的社会关系。 ②从四种

响应模式来看,在 H - H 模式生计资本总体最大,
反映出生计策略多样化能够提升生计资本。 对生

态系统依赖程度高时,若单纯依靠土地资源要素

经营传统农耕业,将会受到生产要素季节性差异

的特点,限制生计资本的增加。 然而,在多样化生

计策略下,通过“旅游 + ”产业模式,提高对社区生

态系统多种要素的依赖程度,不仅可以提升农户

整体生计资本,还可以提升农户的社会资本和认

知资本,有利于乡村社区良好社会关系的形成与

延续、乡村社区生态环境资源的保护与可持续

发展。
表 5　 不同“生态依赖—生计福祉”模式下

农户生计资本比较

福祉构成
1. H - H 2. L - H 3. L - L 4. H - L 均值

N =645 N =479 N =244 N =290 N =1 658
自然资本 0. 91(2,3,4) 0. 91(1,3) 0. 91(1,2,4) 0. 91(1,3) 0. 91
人力资本 0. 98(2,3,4) 0. 96(1,4) 0. 59(1,2,4) 0. 67(1,2,3) 0. 86
社会资本 1. 32(2,3,4) 1. 07(1,4) 0. 79(1,2,4) 1. 14(1,2,3) 1. 14
认知资本 1. 25(2,3,4) 0. 65(1,3,4) 0. 61(1,2,4) 0. 98(1,3) 0. 94
物质资本 1. 36(2,3,4) 1. 24(1,3,4) 0. 87(1,2,4) 0. 91(1,2,3) 1. 17
金融资本 1. 11(3,4) 1. 03(1,4) 0. 92(1,4) 0. 98(1,2,3) 1. 04
生计资本 7. 29 6. 4 5. 31 5. 89 6. 50
注:括号里的上角标数字表示该模式和其他模式在 5%的水平上存
在显著差异。

3. 不同响应模式下农户生态系统依赖指数

乡村旅游社区不同生计适应性响应模式下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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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对 IDES 指数情况,见表 6 所示。 ①IDES 指数中

文化服务指数高于供给与调节服务指数,乡村旅游

开发下,农户可以直接或间接地获取旅游经营相关

收入。 ②从各类服务指数来看,在供给、文化及调节

服务指数中,H - H 模式及 H - L 模式均最高,表明

旅游开发可以提升农户生态依赖性。 ③从各类响

应模式来看,在 H - H 模式与 H - L 模式中,文化

服务指数较高;L - H 模式中各类服务指数变化差

异不大,L - L 模式中文化服务指数较低。 当农户

生态依赖程度低时,农户通过外出打工等非农生

计策略可以获取高收入,但离开故乡、耕地荒废、
留守老人儿童等生态社会问题逐渐呈现。

表 6　 不同“生态依赖—生计福祉”模式下
　 　 居民 IDES 指数比较

生态依赖指数
1. H - H 2. L - H 3. L - L 4. H - L 均值

N =645 N =479 N =244 N =290 N =1 658
IDES 总指数 1. 315(2,3) 0. 685(1,4) 0. 365(1,4) 0. 8(2,3) 0. 870
供给服务指数 0. 48(2,3) 0. 21(1,4) 0. 185(1,4) 0. 23(2,3) 0. 300
文化服务指数 0. 545(2,3) 0. 215(1) 0. 03(1) 0. 3(2,3) 0. 315
调节服务指数 0. 295(2,3) 0. 26(1,3,4) 0. 15(1,3,4) 0. 27(2,3) 0. 250
注:括号里的上角标数字表示该模式和其他模式在 5%的水平上存
在显著差异。

(二)乡村旅游社区农户生计适应性响应模式

选择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 Stata 15. 0 软件,根据式(2)对乡村

旅游社区农户生计适应性响应模式选择进行多元

无序 Logistic 回归分析(见表 7),得出乡村旅游社

区农户生计适应性选择的影响机制。
对上述影响指标的 16 个因子进行多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模型预测正确率为 81. 2%,模型拟合程

度指标:Pearson 卡方 = 229. 211,P(Sig. = 0. 000) <
0. 01,反映构建的模型具有显著性拟合性;拟合优度

指标 P(Sig. = 1. 000) > 0. 05,拟合优度较好;伪 R
值均大于 0. 5 表示模型整体通过检验。

乡村旅游发展对模型(Ⅰ)、模型(Ⅱ)及模型(Ⅲ)
进行多元无序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旅游发展

对乡村社区农户生计适应性响应 H -H 模式显著性

影响,分别在 5%、1%的显著性水平下居民生计响

应模式由 L -H、L - L、H - L 向 H -H 模式转化。
1. 人地关系改变是乡村旅游社区农户生计适

应性响应的根本因素

乡村旅游发展打破了社区人地间的平衡关

系,农户土地资源的征收及大量非农就业机会的

产生,促使农业主导型、外出务工型策略产生适应

性转变,多样性的生计策略成为农户适应性策略

的主导模式。 由于社区旅游开发征地,表现为居

民多样性生计策略中收益的主要来源仍是围绕社

区生态系统资源、环境等。 因此,乡村旅游发展造

成的农户土地资源的丧失并不会降低农户对社区

生态系统的依赖程度及农户福祉水平。
表 7　 农户生计适应性响应选择的无序多分类 Logistic 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模型(Ⅰ)ln(Pi ’ = 2 / Pi = 1) 模型(Ⅱ)ln(Pi ’ = 2 / Pi = 1) 模型(Ⅲ)ln(Pi ’ = 2 / Pi = 1)
B Std. Error Sig. B Std. Error Sig. B Std. Error Sig.

乡村旅游发展 2. 313∗∗ 0. 231 0. 009 2. 329∗∗∗ 0. 227 0. 000 1. 151∗∗∗ 0. 245 0. 000

政府旅游支持

GTS1 1. 297∗∗ 0. 450 0. 012 2. 113∗∗∗ 0. 420 0. 079 2. 610∗ 0. 491 0. 031
GTS2 1. 673∗∗∗ 0. 207 0. 000 1. 254∗∗ 0. 190 0. 000 1. 621∗∗ 0. 214 0. 023
GTS3 0. 359∗ 0. 232 0. 072 2. 671∗∗∗ 0. 262 0. 000 2. 312 0. 232 0. 331
GTS4 3. 110∗∗∗ 0. 211 0. 000 2. 141∗∗ 0. 042 0. 013 2. 312 0. 218 0. 236

农户参与程度感知

CP1 1. 873∗∗ 0. 238 0. 011 1. 312∗∗∗ 0. 235 0. 000 1. 352∗∗ 0. 242 0. 006
CP2 2. 116∗∗ 0. 175 0. 015 1. 871∗ 0. 155 0. 104 0. 988∗∗∗ 0. 195 0. 000
CP3 3. 251 0. 272 0. 379 2. 562∗∗∗ 0. 260 0. 000 2. 213∗∗∗ 0. 281 0. 000

正向感知
PRPT1 1. 349 0. 216 0. 710 2. 231∗∗ 0. 816 0. 028 1. 896∗∗∗ 0. 809 0. 000
PRPT2 0. 973 0. 118 0. 496 2. 124∗∗ 0. 108 0. 013 1. 993∗∗ 0. 131 0. 114

负向感知
NRPT1 - 1. 763 0. 111 0. 029 - 0. 334∗∗ 0. 104 0. 013 - 0. 875 0. 118 0. 616
PRPT2 - 1. 432 0. 249 0. 009 - 0. 613∗ 0. 242 0. 027 - 0. 349 0. 241 0. 703
PRPT3 - 2. 114 0. 214 0. 305 - 0. 321∗∗ 0. 198 0. 112 - 0. 563 0. 222 0. 406

社区地理特征
GCC1 1. 562∗∗∗ 0. 231 0. 000 2. 531∗∗∗ 0. 213 0. 000 1. 365∗ 0. 245 0. 075
GCC2 2. 312∗∗∗ 0. 201 0. 000 2. 974∗∗∗ 0. 057 0. 000 1. 978∗ 0. 055 0. 116

家庭人口特征
FDC1 1. 542 0. 118 0. 004 2. 123∗∗ 0. 022 0. 011 0. 776∗∗ 0. 025 0. 042
FDC2 2. 212 0. 134 0. 115 2. 012∗∗ 0. 694 0. 029 0. 981∗∗ 0. 722 0. 064

常数项 3. 692∗ 2. 086 0. 077 4. 234 2. 581∗∗ 0. 010 4. 459∗ 2. 212 0. 137
Prob > chi2 0. 000
Pseudo R2 0. 297

注:∗、∗∗和∗∗∗分别表示在 p < 0. 10、p < 0. 05、p < 0. 01 上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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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地方政府旅游支持是提高农户福祉的重要

外部推动力

地方政府旅游支持的安置补贴、财税补贴、教
育培训及招商引资对模型(Ⅰ)、模型(Ⅱ)都具有

显著性影响,反映地方政府旅游支持能够使农户

更好参与旅游活动并从中获取利益,旅游活动带

来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收益比重提高,增加农户

生计适应性响应向 H - H 模式转变的概率。 然而,
教育培训、招商引资对模型(Ⅲ)不显著,表明二者

对农户福祉提高作用不明显,可能是由于农户自

身因素限制了从旅游活动中获取收益。
3. 农户心理感知是生计适应性响应的内生

推力

农户参与旅游规划与开发方式、旅游经营管

理及旅游收益分配对模型(Ⅱ)、模型(Ⅲ)都具有

显著性水平,即农户参与旅游程度越高,农户生计

适应性响应显著从 L - H、H - L 模式向 H - H 模式

转变。 而农户参与旅游收益分配对模型(Ⅰ)不显

著表示出虽然旅游活动能够提高农户从生态系统

中获取的收益,提升福祉水平。 但是,一些居民可

能长期在外务工,并且务工收益大于从本社区旅

游活动中所获取得收益,从而放弃从事本地的旅

游活动,仍选择在外务工,从而社区的生态系统依

赖程度不高。
农户对旅游促进社区经济发展、提高就业的

感知显著影响 L - L 模式、H - L 模式向 H - H 模

式转变,乡村旅游发展对社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的正向促进作用能够明显被农户感知,从而选择

参与到旅游活动中,提高对社区生态系统的依赖

程度并获取高收益;居民对旅游开发的负向感知

不显著,在短期内农户为了增加收益而忽视旅游

活动带来的成本增加的压力。
4. 家庭人口特征、社区地理特征是居民生计

适应性响应的基础因素

家庭人口特征中家庭人口数量越多、家庭受

教育水平越高,旅游干扰下居民参与到社区旅游

活动中的水平也越高,旅游活动对居民福祉水平

提高的可能性越大。 而人口数量增加及受教育水

平对居民生计模式由 L - H 向 H - H 转变不显著,

居民在外务工所获收益与从社区旅游活动中获取

的收益差异不大。 社区资源丰裕度及社区生态涵

养水平对模型(Ⅰ)、模型(Ⅱ)及模型(Ⅲ)都具有

显著性影响,表明社区自身本地的生态系统状况

能够显著影响农户的福祉及依赖度。 社区本地生

态系统状况越好,旅游干扰下农户在处于 H - H 模

式的概率越大。
五、结论与对策启示

(一)研究结论及展望

本文以伏牛山河南片区的十个旅游乡村为研

究区,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科尔曼理性选择理

论,分析旅游干扰下乡村社区农户的适应性生计

策略下的响应模式(“生态依赖—生计福祉”生计

响应模式),并探析影响农户生计适应性响应模式

的影响因素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实现的关

键,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 乡村旅游开发有助于实现乡村振兴发展

战略

旅游干扰下社区农户生计适应性响应的最优

选择为“高依赖—高福祉”模式,即旅游开发提高

农户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依赖度和农户福祉水平。
乡村旅游开发有助于农户家庭收入出现多样化生

计策略选择,规避了农牧业季节性问题,而旅游业

与传统产业融合发展能够延长经营周期并增加经

营收益,促使农户选择以旅游为主导的多样化生

计。 同时,有助于农户形成自觉的生态系保护意

识,以保障生计收益的可持续性。
2. 农户适应性响应是在乡村旅游社区社会—

生态系统失衡条件下作出的理性选择

政府旅游支持制度是农户响应选择的重要外

部推动力;农户经济及社会理性偏好(农户旅游参

与度及旅游感知效应)是农户响应选择的内部推

力;地理资源禀赋、农户家庭人口特征是农户适应

响应选择分异的基础因素[49]。
(二)对策启示

1. 加强地方政府的引导作用

充分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建立相关社

区农户参与旅游的制度保障,保障居民的参与权

利,规范居民的参与行为。 同时实施多种帮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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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如安排专项旅游发展资金等,采取多种方法提

高社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运用旅游干扰的良性机

制,促进社区结构的良性优化,提高社区居民生活

水平。
2. 把握旅游开发的适度性

旅游开发过多会带来过高的游客量,使得社

区的旅游承载力超载,对社区的生态经济系统产

生不利影响。 同时单一化的生计方式和经济结构

对社区的长远发展是不利的,一旦遭遇突发事件,
社区居民的生计将无法维持。

3. 加强社区自我管理和内部建设

社区应建立各种形式的帮扶小组,帮助社区

农户了解参与旅游的过程、政策、收益等,提高社

区居民参与旅游的积极性。 同时开展一系列的教

育培训活动,对社区居民进行技能培训和旅游知

识教育,增强社区居民的旅游意识和环境观念,增
强社区居民的生存能力和技能,以保障社区居民

在乡村旅游发展中的自我发展能力,增强居民收

入的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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